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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源对青少年早期幸福感发展的影响：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作用* 

常淑敏  郭明宇  王靖民  王玲晓  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358) 

摘  要  通过对 1214 名初中生历时 3 年的 3 次追踪测量, 考察了青少年早期的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及幸福

感的发展趋势, 并对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学校资源与幸福感发展间的纵向中介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在青少

年早期, 学校资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意向性自我调节及幸福感均呈线性增长; 学校资源对幸福感发展的作用机

制表现为：一方面, 学校资源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分别对幸福感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起间接作用, 另

一方面, 学校资源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发展速度对幸福感的发展速度起间接作用。结论：青少年早期, 学生的学

校资源水平保持稳定, 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的发展均呈线性递增趋势; 学校资源能够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的

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对幸福感的发展起间接作用。 
关键词  学校资源; 意向性自我调节; 幸福感; 青少年早期; 潜在增长模型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幸福感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是指

个体按照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

价(Wang, Mei, Tian, & Huebner, 2016)。相关研究表明, 
幸福感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学业成绩

和学校适应(Bücker, Nuraydin, Simonsmeier, Schneider, 
& Luhmann, 2018; 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 拥有较高水平幸福感的青少年比同龄人体

验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度并且对未来生活抱有更高

的期望(Eryılmaz, 2011)。因此, 青少年群体的幸福

感及其影响因素一直以来吸引着研究者们的广泛

关注(Morrish, Rickard, Chin, & Vella-Brodrick, 2017)。 
青少年早期是幸福感发展的重要时期 (Froh, 

Yurkewicz, & Kashdan, 2009)。该阶段幸福感发展的

全貌可以通过其初始水平(level)和发展速度(rate)
共同展现(Hamaker, Kuiper, & Grasman, 2015)。幸福

感发展中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彼此区别, 前者作

为发展的起点既是对儿童期幸福感发展状况的反

映 , 又 能 显 著 预 测 成 年 期 幸 福 感 水 平 的 高 低

(Mohanty & Newhill, 2011; Scott, 2007), 而后者则

描绘出个体幸福感在发展过程中增减的趋势, 反映

了青少年自身幸福感变化的方向和潜力。与此同时, 
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之间也可能表现出起点高发

展快或起点低发展快的相反关系模式。因此, 在探

究幸福感的发展状况时, 应同时考虑初始水平和发

展速度 , 并 明确这两项指标间的关系 (McMaster, 
Fuchs, Fuchs, & Compton, 2005; 程亚华, 伍新春, 
刘红云, 李虹, 2018)。但以往关于幸福感的纵向研

究大都停留在分散时间点的发展水平层面描述其

发展状况(Şimşek, 2011), 尽管少数轨迹研究同时

对幸福感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进行了考察(Wang, 
Wei, & Chen, 2015), 却没有对这两者间的关系进

行深入探讨, 这不利于深刻揭示青少年幸福感的发

展规律, 同时也限制了研究成果在实践工作中的推

广(张晓, 2011)。因此, 本研究拟以新入学的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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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象, 通过 3 年的追踪考察, 从发展的初始水平

和发展速度两方面描绘青少年早期幸福感的发展

趋势, 并进一步考察幸福感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间

的关系。 
Schaps 和 Solomon (2003)指出幸福感作为一种

主观的情绪体验, 总是受到个体所处情境的影响。

实证研究也发现, 成年人的幸福感的确与其所处情

境密切相关(Chopik, 2017; 武剑倩, 钞秋玲, 陈媛, 
2019), 但鉴于青少年与成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

客观差异, 这些研究结果不宜进行直接推论。而直

接以青少年为对象开展的相关研究又多基于横断

数据(Mcgrath, Brennan, Dolan, & Barnett, 2009; 杨

莹, 寇彧, 2017), 难以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

机制的稳定性做出明确的回答, 因此, 有必要开展

影响青少年早期幸福感发展的情境因素和作用机

制的纵向研究。作为青少年日常生活学习的主要情

境, 学校在中学生的健康发展中发挥着近端且持久

的堡垒作用(Schwartz, Theron, & Scales, 2017)。首

先, 学校是青少年进行社会比较的重要场所, 与同

龄人在活动参与、学习成绩等信息上的比较是青少

年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 (Tian, Yu, & Huebner, 
2017)。其次, 学校提供的社会支持和同伴关系也满

足了青少年的社交期望, 有助于他们获得积极情绪

体验进而提升幸福感(Alcantara et al., 2019)。再次, 
安全且有秩序的校园氛围也有效地减少了抑郁等

心理问题的产生并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保

障(Pössel et al., 2016)。近来, McChesney 和 Aldridge 
(2018)通过回顾以往的 48 篇相关文献发现, 良好的

学校情境能够显著促进和提升学生幸福感。 
学校资源是 Benson 等人提出的发展资源框架

(developmental assets framework)内, 描述学校情境

中资源状况的一个操作性概念, 涵盖了学校环境、

师生关系及青少年的学习态度和行为习惯等积极

因素(Benson, Scales, & Syvertsen, 2011)。高水平的

学校资源意味着安全和关爱的校园氛围, 并且学校

中有公正、明确的规章制度, 同时青少年自身也致

力于从事与学习相关的活动(Benson et al., 2011)。
在青少年早期, 学校资源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对幸福

感产生影响, 一方面, 良好的学校资源水平可以有

效增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韧性, 提升其幸

福感(Scales, Roehlkepartain, & Shramko, 2017)。另

一方面, 学校资源随时间的增减也可能对个体的幸

福感产生影响, 例如, Schonert-Reichl 等人(2013)发
现, 在改善了学校等情境资源后, 学生的幸福感水

平显著提高。此外, 已有研究虽然揭示了学校资源

与青少年幸福感发展水平之间有密切关系, 却并未

涉及其对幸福感发展速度的影响, 而后者作为描绘

幸福感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同样值得纳入幸福感

发展机制的探讨中。鉴于此, 本研究将学校资源作

为预测变量, 在使用潜在增长模型检验其发展轨迹

的基础上, 系统考察学校资源对于青少年早期幸福

感发展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积极青少年发展领域的

研究者指出良好的情境资源能够激活青少年积极

发展的轨迹, 但这一过程可能还存在其他的间接途

径(Benson & Pittman, 2012; 张文新, 常淑敏, 2011)。
具体而言, 良好的情境资源首先激发并维持了个体

的发展优势(如能力和价值观等), 这些发展优势有

助于青少年更好的利用自身所处的多重情境的资

源, 并最终引导他们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Jelicic, 
Bobek, Phelps, Lerner, & Lerner, 2007; Lerner, Taylor, 
& von Eye, 2002)。与理论假设相一致, 国外以发展

资源框架为指导开展的纵向研究和干预项目均发

现, 在提升了青少年周围的情境资源后, 他们在报

告有更高幸福感的同时, 还表现出诸如延迟满足、

自我同一性、参与活动积极性等自身发展优势的提

升(Imm, Kehres, Wandersman, & Chinman, 2006; 
Oberle, 2018; Scales et al., 2013)。这些研究结果显

示, 不仅仅是情境, 个体可能也在自身幸福感的发

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行动者角色。发展系统理论认为, 
作为个体塑造自身发展轨迹的主要方式, 自我调节

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个体发展优势(Baltes, 1997; 
Lerner, Theokas, & Jelicic, 2005)。以往研究根据意

识的参与程度将自我调节划分为机体性自我调节

和意向性自我调节, 而 Gestsdóttir 和 Lerner (2007)
进一步指出在青少年期, 受个体意识控制的意向性

自我调节逐渐发展成熟并开始发挥主要作用。 
意向性自我调节(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ISR)

是个体为实现所选择的目标, 运用各种策略积极协

调情境中的要求、资源并对自身行为进行控制的一

系列行动过程(Byrnes, 1998)。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

均提示意向性自我调节可能在学校资源与青少年

早期幸福感的发展间发挥了纵向中介作用。首先, 
尽管缺乏学校资源与意向性自我调节关系的直接

研究, 但学校情境中的社交关系及学校环境等都被

证实与青少年的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及其后续发

展有关(Stefansson, Gestsdóttir, Birgisdottir, & Lerner, 
2018), 包含学校资源的整体发展资源也能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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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青少年的意向性自我调节 (常淑敏 , 宋育珊 , 
魏亦峰, 2017)。其次, 幸福感的目标理论认为, 个

体设法实现自己所需要的目标时, 幸福感才能提升

(Brunstein, Schultheiss, & Grässman, 1998), 而根据

选择、优化、补偿理论, 意向性自我调节包括目标

选择、目标优化和目标补偿三种成分, 在现实生活

中个体借助这三种策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

目 标 , 然 后 主 动 协 调 资 源 克 服 困 难 以 达 成 目 标

(Gestsdóttir & Lerner, 2007), 由此可见, 意向性自

我调节与青少年幸福感的获得和提升密切相关。实

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意向性自我调节对于青少年幸

福感的影响不仅限于当下还指向了未来, 例如, 一

项追踪研究发现学生五年级的意向性自我调节得

分越高, 他们在六年级时便具有越高的幸福感水平

(Li, 2007)。综上, 本研究拟深入考察意向性自我调

节在学校资源与青少年早期幸福感发展间的纵向

中介作用。 
此外, 在探索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作用

时, 有必要分开考察意向性自我调节自身的初始水

平、发展速度在学校资源与幸福感发展状况之间的

具体作用机制。这是因为, 一方面, 根据积极青少

年发展观,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作用可能是

通过自身的发展产生的。但以往实证研究在描述该

时期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发展状况时却存在分歧 , 
Gestsdóttir, Lewin-Bizan, von Eye, Lerner 和 Lerner 
(2009)通过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早期的意向性自我

调节发展迅速 , 而 Zimmerman, Phelps 和 Lerner 
(2007)的研究则表明, 5 到 7 年级学生的反思能力较

弱, 自我报告的意向性自我调节呈下降趋势。因此, 
有必要通过轨迹分析揭示本研究中意向性自我调

节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 以往文献在讨论意向性

自我调节的中介作用时, 常以一个或几个时间点的

均值代表其发展状况 (Gestsdóttir, Urban, Bowers, 
Lerner, & Lerner, 2011; 代维祝, 张卫, 李董平, 喻

承甫, 文超, 2010), 这导致纵向作用机制的解释仍

停留在发展水平层面。要继续深入研究就必须明确

中介变量自身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具体回答究

竟是哪一部分发挥了中介作用 , 亦或两者兼而有

之。鉴于此, 参考国内外使用潜在增长模型进行中

介分析的相关文献(Ju & Lee, 2018; 易红, 2008), 
本研究将对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发展轨迹进行探究, 
并同时检验其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在学校资源与

幸福感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综上, 本研究以七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使用

潜在增长模型拟合 3 次追踪测量数据, 考察青少年

早期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的发展趋

势,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学校资源与幸福感发

展间的关系以及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两者间的纵向

作用机制。结合前述论证, 本研究的核心假设有两

点：(1)学校资源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早期幸福感的

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2)学校资源通过影响意向性

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间接影响幸福感

的发展。 

2  方法 
2.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 选取山东省济南市 2 所农村

中学和 1 所城市中学的七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间

隔 1 年对其进行连续 3 次的问卷调查。第一次共发

放问卷 1214 份, 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12.89 ± 
0.51 岁, 到第三次调查结束共有 163 名被试因转

学、请假、辍学等原因流失(有效率为 86.6%), Little
的完全随机缺失检验结果发现, 数据是完全随机流

失, χ2(2) = 1.32, p = 0.54, 最终有效被试 1051 名。

其中：男生 561 名, 女生 490 名, 城市学生 532 人, 
农村学生 519 人。 

卡方检验和 t 检验的结果显示, 163 名流失被试

与有效被试在性别[χ²(1) = 1.28, p = 0.24]、家庭居

住地[χ²(1) = 0.81, p = 0.37]、学校资源[t(1051) = 
0.07, p = 0.93]、意向性自我调节[t(1051) = 1.07, p = 
0.32]和幸福感[t(1051)=1.47, p = 0.19]上均不存在

显著差异, 说明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学校资源量表 

采用 Search 研究院(2005)编制的发展资源量表

(Developmental Assets Profile, DAP)中文版的学校

资源分量表, 共 10 个题目(如“我觉得在学校是安全

的”; “我的学校能够公平地执行校纪校规”), 用于

测查 11~17 岁青少年感知到的安全、规范、关怀、

参与等学校资源状况。题目采用 4 点计分, 0 代表

“从未或很少”, 3 代表“非常或总是”, 将所有项目得

分相加 , 分数越高代表学校资源越丰富。Scales 
(2011)对 DAP 的跨文化适用性的研究表明, 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及结构效度, 本研究中, 验证

性 因 子分 析表 明 , 单 因 子 模 型与 数据 拟 合良 好 , 
χ2/df = 3.45, CFI = 0.967, TLI = 0.952, RMSEA = 
0.05, SRMR = 0.03。本研究中学校资源分 3 次测量, 
3 次施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1、0.8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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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青少年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 
采用 Freund 和 Baltes (1998)编制、Gestsdóttir

和 Lerner (2007)修订的青少年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 
问卷共 9 个题目, 分别从目标选择(如“我总能想到

一个或两个重要的目标”)、目标优化(如“为了实现

目标, 我会认真思考怎样最好的完成我的计划”)、
目标补偿(如“当我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时, 我会请

其他人帮忙”)三个维度测量青少年期的意向性自我

调节水平, 题目采用 5 点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合”, 
5 代表“完全符合”, 分数越高, 表明意向性自我调

节水平越高。使用中国被试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明问卷的整体结构拟合良好 (常淑敏等 , 2017), 
本研究中,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 单因子模型与数

据拟合良好, χ2/df = 3.57, CFI = 0.943, TLI = 0.919, 
RMSEA =0.06, SRMR = 0.04。本研究对被试的意向

性自我调节进行了 3 次测量,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

为 0.76、0.81、0.86。 
2.2.3  牛津幸福感问卷 

采用 Hills 和 Argyle 编制、李义安和陈彦垒翻

译 的 牛 津 幸 福 感 问 卷 简 版 (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测量青少年的幸福感。

问卷共 8 个题目(如“我能发现事物的美好”), 其中 3
个题目反向计分, 采用 6 点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

合”, 6 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 表明青少年的

幸福感水平越高。该问卷已在国内青少年群体中使

用, 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中, 验证性

因子分析表明, 单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2/df = 
4.80, CFI = 0.955, TLI = 0.921, RMSEA =0.05, 
SRMR = 0.03。本研究中该量表 3 次施测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分别为 0.70、0.72、0.75。 
2.3  研究程序 

在征得学校领导、学生家长及学生本人的知情

同意后, 于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12 月分别对同一批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

测, 3 次调查所用的问卷和施测程序完全一致。具体

施测时, 每班配备 2 名主试, 所有主试均为心理学

在读研究生, 正式施测前对指导语、施测内容和目

的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集体培训。正式施测

时, 主试负责向被试详细介绍指导语(告知调查目

的和意义、强调保密性及独立作答等)、例题和作

答方式 , 并在施测过程中监控被试问卷填写的质

量。被试完成全部问卷约需要 20 分钟, 完成问卷后

由主试统一回收并向每个被试发放小礼品一份。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1.0 录入、整理数据并进行相关分

析和 Harman 单因素检验 , 根据研究目的 , 使用

Mplus 7.0 分 3 个步骤建立变量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并 进 行 分 析 。 第 一 步 使 用 潜 在 增 长 模 型 (Latent 
Growth Models, LGM)分别考察各变量的发展趋势, 
潜在增长模型在描述变量发展轨迹时能抽取截距

(Intercept)和斜率(Slope), 其中截距代表了变量发

展的初始水平, 所有的因子载荷固定为 1, 斜率表

示变量的发展速度, 根据潜在增长模型的使用要求, 
本研究考虑拟合一次线性发展轨迹, 因此斜率的因

子载荷分别固定为 0、1、2 (Bollen & Curran, 2006)。
第二步使用学校资源和幸福感变量的 3 次数据建立

有条件的潜在增长模型检验学校资源对于幸福感

截距和斜率的直接预测作用。第三步在学校资源、

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间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

验各变量截距和斜率间的直接路径, 随后在模型成

立的基础上使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进行验证。通过比较拟合参数和近似误差的平方根

评价模型拟合质量。本研究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处理缺失值, 所有模型均使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 
2.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两个步骤控制并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一是通过部分项目反向计分在施测过程中控制可

能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 二是

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

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 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总方差

为 17.09%, 小于临界值 40%。因此, 本研究的数据

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首先, 使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比较了研究对

象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的差异, 结

果显示, 3 次测量的意向性自我调节(F (1, 1051) = 
35.76, p < 0.001)和幸福感(F (1, 1051) = 5.11, p = 
0.02)均存在显著差异, 但学校资源差异不显著, F 
(1, 1051) = 0.77, p = 0.46。其次,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

果表明, 在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上, 只有第一年男

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显著低于女生(T1: t  = 
−2.26, p = 0.03; T2: t = −0.15, p = 0.88; T3: t = −1.38, 
p = 0.12), 城市学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也仅在

第一年显著高于农村学生(T1: t = 3.9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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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t = 1.81, p = 0.07; T3: t = 1.02, p = 0.31); 在幸

福感水平上, 男生 3 年的幸福感得分均显著高于女

生(T1: t = 2.68, p = 0.005; T2: t = 3.38, p < 0.001; T3: 
t = 2.14, p = 0.03), 城市学生 3 年的幸福感得分显

著高于农村学生(T1: t = 6.45, p < 0.001; T2: t = 2.27, 
p = 0.02; T3: t = 2.32, p = 0.02)。鉴于此, 在随后的

数据分析中将同时把性别和家庭居住地作为控制

变量纳入模型。 
研究对象的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

感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1 所示。

在 3 次测量间,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

感均呈显著正相关。 
3.2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的发展

趋势 
为了探究各变量的发展趋势, 使用无条件的潜

在增长模型依次对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

福感进行拟合, 3 个模型各自的拟合指数及其截距

和斜率的平均数如表 2 所示。研究发现意向性自我

调节模型及幸福感模型的拟合良好且两变量的斜

率均值为正, 这说明青少年早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

及幸福感的发展呈线性递增趋势, 此外, 两变量截

距和斜率的相关均为负, 说明两者初始发展水平越

高 , 增长速度越慢。学校资源的模型拟合不成立 , 

结合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在随后建立变量间

的结构方程模型时, 学校资源水平使用 3 年均值代

表(Kuhn et al., 2016; 易红, 2008)。 
3.3  学校资源对幸福感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的

直接影响 
以学校资源作为预测变量, 以幸福感为因变量

构建有条件的增长模型(图 1), 考察学校资源能否

预测幸福感发展的初始水平和增长速度。结果发现, 
该条件模型拟合良好(χ²/df = 13.17/6, CFI = 0.994, 
TLI = 0.982, RMSEA = 0.04)。学校资源能够显著正

向预测幸福感的截距(β = 0.66, p < 0.001), 但对幸

福感的斜率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3, p = 0.59)。
说明学校资源越丰富, 青少年幸福感的初始水平越

高, 但学校资源不能直接预测幸福感的提升速度。 
3.4  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学校资源与幸福感间的

纵向中介作用 
3.4.1  模型的建立和拟合 

为考察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作用, 使用

学校资源的 3 年均值结合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

各自的潜在增长模型建立了检验中介作用的结构

方程模型, 对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

该模型拟合良好(χ²/df = 123.48/23, CFI = 0.961, 
TLI = 0.934, RMSEA = 0.065), 最终模型见图 2。 

 
表 1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的相关(N = 1051)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学校资源 T1 1         

2.学校资源 T2 0.57*** 1        

3.学校资源 T3 0.49*** 0.56*** 1       

4.意向性自我调节 T1 0.40*** 0.23*** 0.21*** 1      

5.意向性自我调节 T2 0.29*** 0.36*** 0.27*** 0.32*** 1     

6.意向性自我调节 T3 0.31*** 0.29*** 0.40*** 0.22*** 0.34*** 1    

7.幸福感 T1 0.54*** 0.35*** 0.31*** 0.32*** 0.27*** 0.28*** 1   

8.幸福感 T2 0.37*** 0.48*** 0.34*** 0.26*** 0.32*** 0.28*** 0.51*** 1  

9.幸福感 T3 0.31*** 0.31*** 0.50*** 0.17*** 0.21*** 0.35*** 0.41*** 0.54*** 1 

M 20.78 20.95 20.90 33.13 33.63 34.75 34.45 34.22 34.85 

SD 5.30 5.49 5.50 5.28 5.61 5.38 6.37 6.42 6.55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潜在增长模型拟合指数与截距和斜率 

平均数 
变量 χ² df RMSEA CFI TLI 

截距 斜率 
协相关 

意向性自我调节 3.83 1 0.051 0.992 0.977 33.03*** 0.44*** −0.24* 

幸福感 5.05 1 0.014 0.995 0.986 34.16*** 0.11* −0.20* 

学校资源 0.19 1 < 0.001 1.000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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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校资源作为预测变量的有条件增长模型 
 

 
 

图 2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模型 
 

3.4.2  纵向中介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直接效应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及幸福感间的直接

路径如表 3 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和家庭居住地后, 
学校资源能显著正向预测意向性自我调节的截距

(β = 0.63, p < 0.001), 学校资源也能够显著正向预

测意向性自我调节的斜率(β = 0.52, p < 0.001)。意

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

的初始水平(β = 0.53, p < 0.001), 但其初始水平显

著 负 向 预 测 幸 福 感 的 发 展 速 度 (β = −0.67, p < 
0.001), 这说明意向性自我调节初始水平高的被试

幸福感初始水平也高, 但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其幸福

感的提升速度相对较慢。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速度

能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的发展速度(β = 0.74, p < 
0.001)。 
3.4.3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作用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学校资源与

幸福感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使用 Bootstrap (重复抽

样 1000 次)法分别对意向性自我调节截距与斜率的

中介作用进行了验证。模型中共包括 3 条间接路径：

(1)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截距→幸福感截距; 

(2)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截距→幸福感斜率; 
(3)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斜率→幸福感斜

率。Bootstrap 结果显示 3 条间接路径均显著(见表

4), 表明在青少年早期学校资源能间接影响幸福感

发展, 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同

时在两者间发挥了纵向中介作用。 
 

表 3  纵向中介模型中的直接路径 

直接路径 β B SE p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 
调节截距 

0.63 0.39 0.04 0.000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 
调节斜率 

0.52 0.20 0.07 0.000

学校资源→幸福感截距 0.29 0.30 0.07 0.000

学校资源→幸福感斜率 0.19 0.09 0.19 0.296

意向性自我调节截距→ 
幸福感截距 

0.53 0.87 0.09 0.000

意向性自我调节截距→ 
幸福感斜率 

−0.67 −0.51 0.17 0.000

意向性自我调节斜率→ 
幸福感斜率 

0.74 0.92 0.1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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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纵向中介模型中的间接路径 

间接路径 间接效应 p 95% bootstrap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截距→幸福感截距 0.33 0.000 0.202 0.463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截距→幸福感斜率 −0.42 0.000 −0.655 −0.186 

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斜率→幸福感斜率 0.39 0.009 0.098 0.674 

 
4  讨论 

本研究对 3 年追踪数据进行纵向分析, 发现整

体来看青少年早期的学校资源相对稳定, 意向性自

我调节和幸福感的发展呈线性递增趋势。学校资

源、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及幸福

感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间存在直接效应。学校资

源能够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

度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发展产生间接作用, 下面针对

以上结果展开讨论。  
4.1  青少年早期学校资源、意向性自我调节与幸

福感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究青少年早期学校资

源、意向性自我调节与幸福感的发展趋势。使用潜

在增长模型结合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 首

先, 学校资源在初中 3 年间的差异不显著, 使用学

校资源建立的潜在增长模型未达到拟合标准, 说明

初中阶段青少年感知的学校资源不存在明显的上

升或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学校资源在较大程度

上反映了学生对于学校规章制度和学校氛围的主

观体验, 这两者均属于相对稳定持久的学校环境特

征, 不会轻易改变(张平平, 李凌艳, 辛涛, 2011)。
此外, 学校资源中测量的学习态度和行为习惯也是

比较稳定的个体特征, 所以学生报告的学校资源在

3 年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其次, 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初中 3 年间的差异显

著, 通过潜在增长模型发现初中阶段的意向性自我调

节呈上升趋势, 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表明意向性

自我调节在青少年早期出现并逐步发展(Gestsdóttir 
& Lerner, 2007; Zimmerman et al., 2007)。这可能归

因于以下原因, 一方面, 额叶等脑区在童年晚期的

发育逐渐成熟为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发展提供了生

理基础; 另一方面, 逻辑思维的发展帮助青少年在

选择目标及制定策略上更加合理, 为意向性自我调

节的发展提供了认知基础(王国霞, 2010)。进一步分

析发现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与发展速度呈

显著负相关, 即并非初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发展速

度更快, 相反, 那些在刚入学时意向性自我调节水

平较低的青少年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这一结果在 

一定程度上与 Paris (2005)提出的高限制性技能发

展特点的观点一致, 类似于个体的一般认知能力和

部分语言能力(回懿 等, 2018; 李德明, 陈天勇, 李

贵芸, 刘昌, 2004), 意向性自我调节作为一种高限

制性技能, 在发展的最终水平上可能存在上限, 而

初始水平的差异可能会随着自身的发展逐渐缩小。

但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提示, 青少年早期确实是意向

性自我调节的快速发展期。 
最后, 本研究发现在初中 3 年青少年幸福感的

发展呈线性增长趋势, 与部分关于该群体幸福感发

展状况的研究结果一致(Noggle, Steiner, Minami, & 
Khalsa, 2012), 这是因为 , 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 , 
青少年对于积极情感的体验更加深刻, 而且初中阶

段更广泛的社交和文体活动也拓宽了他们获得幸

福感的渠道(Yoon, Lee, & Goh, 2008)。此外, 幸福

感初始水平与其发展速度也呈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

在青少年早期, 幸福感在提升过程中表现出起点低

发展快的补偿发展模式 (魏威 , 邓赐平 , 李其维 , 
2018), 即幸福感水平较低的学生 , 在随后发展的

过程中增长较快, 这种发展潜力的激活很可能是得

益于环境或个体自身的优势。 
4.2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作用 
4.2.1  学校资源对意向性自我调节及幸福感发展

趋势的直接影响 
基于有条件潜在增长模型的路径分析发现, 在

青少年早期, 学校资源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的

初始水平,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Leffert et al., 
1998; Scales et al., 2017)。根据发展资源框架的社区

改变假设, 一个安全且有秩序的社区(如学校、家

庭、邻里等 )环境 , 能有 效抑制攻击和欺负行为

(Ormerod, Collinsworth, & Perry, 2008), 学校中良

好的师生关系也有利于减少各种心理风险(Rueger, 
Malecki, & Demaray, 2010), 因此, 学生越是在这

种积极的校园氛围下学习和开展各项日常活动, 越

可能发现或体验到一些美好且有意义的事物或现

象。但研究同时发现, 学校资源不能直接预测幸福

感的发展速度。幸福感的适应模型认为, 积极刺激

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体验, 但随着个体对刺激的适

应, 幸福感一般不会持续增加(Helson, 1964; 吴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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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因此, 研究提示, 要实现幸福感的持续增长

仅仅拥有良好且稳定的学校资源是不够的。 
本研究还发现学校资源能显著影响意向性自

我调节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该结果表明, 学校

资源可能是促进青少年早期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

的重要因素。其一, 学校资源为学生提供了社交活

动和学习参与的机会 , 这既是青少年交流自身目

标、学习他人行为和技能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是实

践选择、优化和补偿策略的重要平台。其二, 公正

且安全的学校氛围保证了学生在运用意向性自我

调节策略实现目标时不会受到额外干扰。此外, 由

Skinner 和 Pitzer (2012)开发的动机动力模型从动机

角度解释了学校资源对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的影

响 , 根据该模型 , 学校情境会不断促使学生提出

新的目标, 这对他们的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同时也激活了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的

动机。 
4.2.2  意向性自我调节在学校资源与幸福感发展

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是探究意向性自我调节在

学校资源与幸福感发展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在考察

纵向中介作用前, 首先对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轨迹

和幸福感发展轨迹间可能的 3 条直接路径进行检

验。结果发现,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能够直

接影响幸福感的初始水平。根据 SOC 理论, 意向性

自我调节通过选择、优化和补偿三种策略帮助个体

规避消极结果 , 使实现目标的收益最大化(Baltes, 
1997), 因此 , 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较高的青少年

会更多体验到目标达成的积极感受。但研究结果同

时发现,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水平显著负向预测

幸福感的发展速度, 可能的解释是, 尽管意向性自

我调节初始水平较高的被试在刚入学时拥有较高

的幸福感, 但是幸福感的初始水平越高提升空间越

小, 提升难度变大, 因而呈现出相对较慢的增长。

研究结果还发现, 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速度显著正

向预测幸福感的发展速度,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发

现基本一致(Li, 2007; Gestsdóttir et al., 2011)。这可

能源于两个原因, 一方面, 随着意向性自我调节的

不 断 发 展 , 青 少 年 逐 渐 掌 握 并 更 加 熟 练 地 使 用

SOC 策略, 不断实现既定的目标; 另一方面, 在实

现目标的过程中, 他们寻求自身发展的主动性也不

断提高。因此, 青少年能够持续获得成长与进步的

感觉, 从而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冯金平, 2008)。 
在纵向中介模型所有直接路径显著的基础上, 

本研究使用 Bootstrap 法进一步对模型中的间接路

径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 3 条间接路径均成立, 这

说明除了直接预测, 学校资源还通过其它途径对幸

福感的发展产生间接影响。这与积极青少年发展观

和国外相关干预项目及研究的结果一致(Imm et al., 
2006; Lerner et al., 2002)。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和发

展自系统理论均指出, 情境对发展结果的影响可能

通过个体自系统及个体行为产生 (Tian, Zhao, & 
Huebner, 2015), 在本研究中 , 意向性自我调节在

学校资源与幸福感发展间发挥了桥梁作用。作为青

少年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 (王国霞 , 2010),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持续发展首先增加了个体在学

校情境中获取各类资源的机会; 其次, 有助于青少

年更好的管理该情境中的各种资源, 提升个体与情

境的匹配性(Gestsdóttir & Lerner, 2007); 再次, 意

向性自我调节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可能有效地权衡

自身需求与情境中的资源, 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合

理的目标并设法实现 , 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

感。这一结果提示我们, 在青少年早期, 良好且稳

定的学校资源不仅与幸福感的初始水平密切相关, 
还能在个体自身的发展中创造一种增长惯性, 首先

促进青少年自身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发展, 进而有助

于幸福感的提升。 
4.3  研究的贡献、局限性与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研究通过 3 次测量, 采用潜在增长模型, 详

细考察了青少年早期, 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的

发展轨迹, 并进一步对二者发展轨迹中初始水平和

发展速度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这对于理解幸福感和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发展状况具有独特意义。在此基

础上, 本研究使用潜在增长模型对意向性自我调节

在学校资源与幸福感发展间的纵向中介作用进行

了检验,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青少年早期促进幸福

感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可能的作用机制。这为实践中

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干预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 , 本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 , 

本研究虽然使用潜在增长模型发现意向性自我调

节和幸福感均表现为一次线性增长, 但是受限于追

踪次数, 无法对可能存在的曲线增长趋势进行探究, 
未来研究可以在多次追踪的基础上, 使用潜变量增

长曲线模型对这些变量的二次增长的发展轨迹进

行挖掘。其次, 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和发展情境理论

一直强调个体与情境间的双向动态作用, 本研究仅

仅考察了变量间单向的预测关系, 以后研究可以使

用交叉滞后模型对双向作用进行探究。最后,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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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没有对个体间发展趋势的差异性进行探索, 未来

研究可以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 探究意向性自

我调节及幸福感在青少年时期是否存在不同的发

展类型 , 并检验学校资源对这些不同类型的预测

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在青少年早期, 学校资源的水平相对稳定, 

意向性自我调节及幸福感的发展总体呈线性递增

趋势, 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幸福感的自身初始水平与

发展速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2)学校资源能够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始

水平和发展速度间接影响青少年早期幸福感的发

展。具体作用路径共有 3 条：首先, 意向性自我调

节的初始水平在学校资源与青少年早期幸福感的

初始水平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其次, 意向性自我

调节的初始水平在学校资源与青少年早期幸福感

的发展速度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最后, 意向性自

我调节的发展速度在学校资源与青少年早期幸福

感的发展速度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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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chool asse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ll-being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Longitudinal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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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and i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such b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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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ity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s.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owever, have examined the latent growth of 
well-being, particularly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School assets include the school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with teachers, and the young person’s attitude toward school. Exist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chool asse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rrent and future levels of well-being of adolescent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longitudinal med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wo variables. The current study used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to examine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school assets,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well-being, incorporating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design. On this basis,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and longitudinal mediation of the level and slope of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between school asse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l-being. 

A sample of 1214 school children (mean age = 12.89 years, SD = 0.51) was followed up for three years 
from the first year of junior high school to the third year of junior high school. In three waves, they 
anonymously filled out questionnaires regarding school assets,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well-being. All of 
the measures showe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adolescents’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at the first wave. We used SPSS 21.0 and Mplus 7.4 to analyze the data. A series of models were tested 
in the following sequence. First, we used the latent growth model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ach 
variable; second, we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school assets on well-being by using the parallel process models; 
third, we used a longitudinal mediating model to examine the mediation hypothesis. In this model we first used a 
causal-step strategy to inspect the specific paths, and we used the bootstrap method to test the indirect effects.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school assets remained stable, self-regulation and 
well-being increased in a linear manner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but, the higher the initial level, the slower 
the growth rate.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distri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school asset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well-being, but it could not directly predict the growth rate of well-being; 
School assets can indirectly affect the initial level of well-being through the initial level of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arly adolescence may be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well-being. They not onl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assets for the growth of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and well-being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but also confirm the indirect role of the 
adolescent’s own developmental strength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ssets and well-being. 
Key words  school assets;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well-being; early adolescence; latent growth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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